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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
“右转”
———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例∗

郑春荣　 王妍俐

　 　 内容提要:政党如何发展以及为何变革是政党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ꎮ 在欧洲地缘政

治格局深刻调整、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加剧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涌动的多重挑战背景

下ꎬ欧洲中右翼政党相继通过纲领性“右转”予以应对ꎮ 通过拓展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模

型ꎬ本文构建了由“外部环境因素”与“核心机制”构成的政党变革综合理论分析框架ꎬ并
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为案例ꎬ采用政党纲领文本分析与政治过程追踪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探究ꎮ 研究发现ꎬ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社会文化政策以及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均呈现

“右转”趋势ꎬ但程度各异ꎮ 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右转”最为显著ꎬ社会文化政策领域

次之ꎬ经济政策领域变化幅度相对较小ꎮ 选民偏好向“议题政治”的转变以及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议题竞争导致基民盟在选举中失利ꎬ进而引发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

领导层变动ꎬ最终推动了政党纲领性的“右转”ꎬ而俄乌冲突等重大突发事件加速了这一

过程ꎮ “右转”政策虽有助于德国基民盟等欧洲中右翼政党在短期内突破选举困境ꎬ但其

长期有效性取决于这些政党能否通过“右转”切实提升执政效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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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１９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ꎬ欧洲人民党党团(ＥＰＰ)①遭遇重大挫折ꎬ席位较上届选

∗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批准号:２０ＶＧＱ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ꎮ
１９７６ 年该组织成立时的主要成员为基督教民主党ꎬ后来扩大至持自由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中右

翼政治观点的政党ꎮ 目前ꎬ该党团成员包括德国基民盟 / 基社盟、西班牙人民党、法国共和人党、意大利力量党、波
兰公民纲领党、奥地利人民党、荷兰基督教民主联盟、瑞典温和党、芬兰民族联合党、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保加利
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在内的欧盟各国的中右翼政党ꎮ 这一广泛的成员结构确保欧洲人民党党团代表了欧洲中右
翼政治的多样性ꎬ作为中右翼政治力量的核心协调机制ꎬ其立场变化能够反映成员党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方面
的集体调适ꎮ



举减少 ３４ 席ꎬ而亲欧盟的自由派、绿党以及反欧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显著扩大其

影响力ꎮ ２０２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ꎬ为了赢回流失的选票ꎬ欧洲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呈

现明显的“右转”倾向ꎮ 例如ꎬ该党在坚持社会市场经济与欧洲一体化传统的同时ꎬ显

著强化了移民管控的“堡垒欧洲”叙事、调整绿色转型路径以平衡经济竞争力ꎬ并强调

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护欧洲安全ꎮ

这一现象反映出欧洲政治生态的深刻演变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ꎬ中右翼政

党(又称主流右翼政党)在欧洲现代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他们长期作为“中间化”

力量ꎬ平衡左翼与极右翼ꎻ通过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缓解阶级矛盾ꎬ促进社会稳定ꎻ在移

民和文化冲突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ꎬ避免社会极化ꎮ 此外ꎬ以基督教民主党为代表的

中右翼政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者ꎬ在一体化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根本性作用ꎮ

可以说ꎬ战后西欧自由主义民主的繁荣兴盛离不开中右翼政党的支持ꎮ 然而ꎬ近年来

各国中右翼政党普遍面临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困境ꎬ迫使其纷纷寻求转变ꎮ 在政党格局

碎片化与政治极化的背景下ꎬ相关研究往往聚焦于两类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

起如何影响政治格局与主流政党ꎬ以及主流政党如何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挑

战ꎮ① 既有文献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讨论较多ꎬ而对主流政党应对策略的探讨

则起步较晚ꎬ其中对主流左翼政党变化的关注也远大于主流右翼政党ꎮ② 然而ꎬ中右

翼政党很可能面临比中左翼政党更具破坏性和持久性的挑战ꎮ 这是因为ꎬ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与中右翼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邻近ꎬ使得前者势力扩大将直接侵蚀后者的传统

选民基础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聚焦欧洲中右翼政党的政策立场转变问题ꎬ尝试分析其转变的方

向、程度与动因ꎮ 与政党政策立场研究的主流方法一致ꎬ本文认为ꎬ政党纲领作为意识

形态与政策主张的文本载体ꎬ③在分析政党政策立场变迁方面具有基础性价值ꎮ 其

中ꎬ基本纲领作为政党的长期意识形态框架ꎬ承载着政党的核心价值与身份认同ꎬ对内

整合功能最为突出ꎻ竞选纲领则主要发挥对外宣传、形象强化和选民动员的功能ꎬ并为

政党制定具体政策提供依据ꎮ④ 因此ꎬ将基本纲领和竞选纲领结合进行分析ꎬ能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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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地把握政党政策立场的变化轨迹ꎮ

在对中右翼政党政策立场转变的方向与程度进行分析后ꎬ本文关注其政策立场转

变的动因ꎮ 基于哈默尔(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ｅｌ)与琼达(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ａｎｄａ)的政党变革整合理论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ꎮ

该框架强调ꎬ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通过驱动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ꎬ带来政党政策立场

的转变ꎮ 哈默尔与琼达指出ꎬ政党变革在原则上是选举冲击、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领

导人变化的结果ꎮ 当涉及立场变化时ꎬ环境因素也需要纳入考量ꎮ① 据此ꎬ本文关注

选民偏好的转变(环境趋势)、新兴政党的议题竞争(环境调整)和突发环境事件这三

大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ꎬ探究其如何引发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并最终导向

政策立场的转变ꎮ

本文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ＣＤＵꎬ以下简称“基民盟”)的纲领性转向为案例ꎬ根

据上述理论框架ꎬ采取过程追踪法进行分析ꎮ 该案例展示了外部环境因素驱动组织内

部权力变化ꎬ并最终导致政党政策立场转变的作用机制ꎬ为理解欧洲中右翼政党的政

策立场转变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视角ꎮ 此外ꎬ鉴于基民盟已重新执政ꎬ研究该案例

对预判德国新政府的政策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二　 政党变革的理论分析框架

政党转变政策立场的原因属于政党变革的研究范畴ꎬ国内外研究普遍呈现多因协

同的解释范式ꎮ 总体而言ꎬ政党变革并非由单一机制驱动ꎬ而是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

权力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在考察外部因素对政党变革影响的研究中ꎬ社会环境、选

举理性和议题所有权构成最常见的分析维度ꎮ② 而从政党内部视角切入ꎬ派系竞争、

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则被视为驱动变革的重要动力ꎮ③ 为全面理解导致政党变革的

３　 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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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机制ꎬ需要整合外部环境与内部组织这两个视角ꎮ

(一)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引发变革的核心机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哈默尔和琼达在帕内比昂科(Ａｎｇｅｌｏ Ｐａｎｅｂｉａｎｃｏ)、德舒韦尔

(Ｋｒｉｓ Ｄｅｓｃｈｏｕｗｅｒ)等人的研究基础上ꎬ提出了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ꎮ 他们将政党变革

解释为政党在组织、战略以及意识形态 /政策立场多个维度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ꎬ①从

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分析框架ꎮ 同时ꎬ他们认识到政党变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

环境决定论倾向ꎬ因而提出将政党内部因素纳入整合理论ꎮ 由此ꎬ哈默尔和琼达搭建

了一个包含两个内部变量(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人变化)以及一系列外部变量的理论

模型ꎬ并区分了由权力追求驱动的党内变革和由目标驱动、主要源于外部环境压力的

党派变革两种变革驱动机制ꎮ 两位学者对党内因素和党内变革机制的探讨较为深入ꎬ

认为在权力追求的驱动下ꎬ主导联盟构成的变化和政党领导人的更替本身足以引发党

内变革ꎬ但这一变革主要存在于组织层面ꎬ对立场层面的影响有限ꎮ② 相比之下ꎬ模型

中的外部变量包含了文献中认定的众多重要“环境变化”因素ꎮ 对此ꎬ哈默尔和琼达

通过将这些外部因素与政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的实现程度相联系ꎬ构建了一条由

目标驱动的政党变革分析路径ꎮ 他们将政党的主要目标分为四类:选票最大化、公职

最大化、政策倡导以及党内民主最大化ꎮ③ 拥有不同目标的政党对外部冲击的敏感度

存在差异ꎬ例如选举失败对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冲击最大ꎮ 因此ꎬ当以选票最大化

为主要目标的政党遭遇选举失利时ꎬ该党会对自身策略的有效性进行重新评估ꎮ 当这

种程度的外部冲击与领导人更迭和主导派别的变化同时发生(这些变化也可能由冲

击本身引发)时ꎬ目标驱动与权力追求便形成合力ꎬ共同推动政党在立场和组织层面

发生变化ꎬ并为政党进行广泛而根本性的变革创造了最佳条件ꎮ④ 总之ꎬ哈默尔与琼

达提出的政党变革的整合理论模型确立了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ꎬ该机制由外部冲击、

党内主导派别更替和领导人变化这三个变量构成ꎮ

哈默尔与琼达的理论为政党变革研究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有效的分析模型ꎮ 然而ꎬ

他们也认识到ꎬ在实证研究中ꎬ仅仅识别选举失利等冲击因素是远远不够的ꎮ 近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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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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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ｅｌ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ａｎｄａ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２６６.
哈默尔和琼达认为ꎬ目标驱动的变革比权力驱动的变革更具争议性ꎬ也更难实现ꎮ 因为权力驱动的变革

是党内事务ꎬ而目标驱动的变革会吸引党内各类行为体和公众的参与ꎬ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辩论和决策ꎬ因此常常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ｅｌ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ａｎｄａꎬ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ｐ.２７９－２８２ꎮ

Ｉｂｉｄ.ꎬ ｐｐ.２７２－２７３.
Ｉｂｉｄ.ꎬ ｐｐ.２６７－２８２.



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ꎬ选举失利甚至并非政党发生重大立场变化的必要条件ꎮ① 由于

整合理论模型在解释政党立场转变时仍存在不足ꎬ其既无法解释政党立场转变的方

向ꎬ也无法理解其转变的程度ꎬ因此ꎬ有必要对模型进行适当修正ꎬ使其成为更能充分

解释政党立场转变的理论框架ꎬ并深入探究其主要条件及各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ꎮ

在整合理论中ꎬ哈默尔与琼达将关键的“环境变化”概念细分为三类:环境事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ｅｎｔ)、环境调整(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与环境趋势(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ｅｎｄ)ꎮ 环境事件指发生在特定时间或时期内且有公开记录的具体事件ꎬ例如罢工或

战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它包含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事件ꎬ即“冲击”ꎮ 环境调整指政党

运行环境中发生的可识别的规则变化ꎬ如新选举法案的出台ꎮ 环境趋势则指无法明确

识别的、日常发生的环境变化ꎬ单独来看可能微不足道ꎬ但当它们持续累积并达到可衡

量规模时便具有重大意义ꎬ例如选民偏好的长期缓慢转变ꎮ② 然而ꎬ哈默尔与琼达对

环境变化的探讨止步于分类描述ꎬ并未提出更多理论假设ꎮ 后续研究虽继承了他们对

环境变化因素的广泛探讨ꎬ但鲜有研究对不同类别的环境因素进行系统性区分ꎬ或是

专注于某一特定类别ꎬ③或是将所有环境因素当作相互独立的变量加以分析ꎮ④

因此ꎬ基于哈默尔和琼达的整合理论模型ꎬ本文拟进一步深化对环境类别因素的

考察ꎬ指出环境趋势、环境调整和环境事件这三种类别的环境因素之间并非相互孤立ꎬ

而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层级传递关系ꎮ 这些外部因素通过与内部因素的复杂互动ꎬ共同

驱动政党政策立场的最终转变ꎮ

(二)推动核心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因素

政党变革理论植根于对环境趋势的历史性考察ꎬ因此ꎬ本文同样将社会环境趋势

作为考察政党纲领性立场转变的起点ꎮ 在社会与政党关系研究中ꎬ李普塞特(Ｓｅｙｍｏｕｒ

５　 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右转”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４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２７８－２８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ｍｅｌ ａｎ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ａｎｄａ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ｐｐ.２７６－２７７.
例如一项对 １９９０ 年德国统一后基民盟政策纲领变化的研究发现ꎬ德国社会在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女

性经济地位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ꎬ促使其在福利、移民、家庭等领域做出政策调整ꎮ 这三项原因显然都属于哈默
尔和琼达所认为的“环境趋势”ꎮ 参见 Ｓｉｍｏｎ Ｇｒｅｅｎꎬ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ＤＵ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４６－６３ꎮ 另参见 Ｍａｒｃ Ｄｅｂｕｓ ａｎｄ Ｊｏｃｈｅｎ Ｍüｌｌ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ＤＵ ａｎｄ ＣＳＵ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１５１－１７１ꎮ

此类现象多见于比较研究ꎬ例如一项对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否以及为何发生生态变革的研究将绿党的成
立、关键竞争党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之前选举的失利、领导人的更换以及邻国姊妹党向生态主义的转变五个因素
作为相互独立的变量ꎬ探寻社会民主党实现生态变革的路径ꎮ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ａｇｅｒｈｏｌ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４ꎬ Ｎｏ.５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５４７－５７１ꎮ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和罗坎(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的“社会分歧理论”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具有深远影

响ꎮ 该理论将现代政党体系的形成锚定于工业化进程中固化的社会分歧ꎬ包括中心—

边缘、教会—国家、农村—城市和资本—劳动四组结构性矛盾ꎬ而选民与政党的结盟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便建立在这些分歧的基础之上ꎮ① 然而ꎬ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社会

分歧的根本性转型:阶级界限因福利国家扩张和职业结构多元化而日益模糊ꎬ宗教分

歧在世俗化进程中退居次要地位ꎬ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多元主义与本土主义、全球化与

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价值分歧ꎬ并成为新的政治竞争主轴ꎮ 这种分歧转型重塑了选民

结构ꎬ致使传统基于阶层或信仰的稳定选民群体逐渐瓦解ꎬ代之以文化认同、生活方式

为基础的流动选民群体的崛起ꎮ 这一趋势促使选民的投票逻辑从“政党认同驱动”转

向“议题政治驱动”ꎮ 在政党认同弱化的背景下ꎬ选民不再依赖长期党派忠诚ꎬ而是根

据具体议题立场与自身偏好的匹配度做出选择ꎬ使得议题所有权成为关键机制ꎮ 选民

偏好的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政党纲领的功能演变ꎬ传统的“推销型”(ｓｅｌｌｉｎｇ)党纲逐渐

向遵循市场导向逻辑的“营销型”(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党纲发展ꎬ后者以选民偏好为出发点设

计政策方案ꎮ② 这种转变要求政党从“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ꎬ通过民意调查等

工具捕捉选民关切ꎬ将党纲转化为迎合市场需求的“政治产品”ꎮ 因此ꎬ可以预计ꎬ选

民偏好的转变会迫使政党重新校准其纲领性政策立场ꎬ以追求更高的支持率ꎮ

霍赫(Ｌｉｅｓｂｅｔ Ｈｏｏｇｈｅ)和马克斯(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的研究进一步指出ꎬ新兴政党的崛起

构成选民偏好与传统政党政策立场转变之间的必要环节ꎮ 他们基于社会分歧理论指

出ꎬ传统政党转变政策立场的努力常常受到政策承诺、品牌声誉以及既有社会利益的

制约ꎬ因而对新兴的社会分歧通常采取忽视态度ꎮ 相比之下ꎬ新兴政党往往能够更敏

锐地捕捉到社会分歧转型与选民偏好的变化ꎬ并据此迅速积累支持ꎬ从而对传统政党

构成选举压力ꎮ③ 这一过程也与政党的主要目标以及各国政治参与门槛的高低紧密

相关ꎮ 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中等或较高政治参与门槛的情况下ꎬ当新兴政党尚未突破

这一门槛时ꎬ选民偏好的转变无法直接对传统政党的核心目标———选票产生实质性影

响ꎬ传统政党缺乏转变政策立场的动力ꎮ 然而ꎬ一旦新兴政党成功进入政治体系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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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率不断攀升ꎬ直接威胁到传统政党的选票基础时ꎬ便产生了推动传统政党变革的强

大驱动力ꎮ 在此背景下ꎬ传统政党政策立场的转变往往是围绕新兴政党所强调的新社

会分歧而展开的ꎮ 相关研究一再表明ꎬ政党若能在其拥有优势的议题上进行集中宣

传ꎬ便可在选举中获得竞争优势ꎮ① 因此ꎬ为了在选举中赢回流失的选民ꎬ传统政党必

须在新社会分歧的维度上与新兴政党展开议题竞争ꎮ 可以预计ꎬ新兴政党的竞争将强

化传统政党调整其纲领性政策立场的动力ꎬ以夺回议题所有权ꎮ

在选民偏好转变和新兴政党竞争的双重背景下ꎬ传统政党若未能及时响应这一趋

势ꎬ将导致选民因议题立场不匹配而转向新兴政党ꎬ进而造成传统政党支持率持续下

滑ꎬ选举失利便成为难以避免的结果ꎮ 对于以选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政党而言ꎬ选

举失利构成的冲击ꎬ属于推动政党变革的重要环境事件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并非所有选

举失利事件都构成冲击ꎬ执政成本导致的支持率下降通常被排除在外ꎮ 只有当传统政

党遭遇的选举失利被其内部行为体归咎于新兴政党的成功挑战时ꎬ才会触发自身政策

立场的实质性改变ꎮ② 此外ꎬ由于战争等环境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ꎬ其可能在政党变

革模型的任一环节发挥作用ꎬ因此这类事件对公共舆论中议题显著性的变化往往产生

短暂但强烈的影响ꎮ③ 长期来看ꎬ突发环境事件的影响并不会完全消失ꎬ反而可能成

为推动环境趋势演变的起点ꎬ如 ２０１５ 年欧洲难民危机被霍赫等学者视为新的跨国分

歧形成的转折点ꎮ④ 总之ꎬ可以预计ꎬ特殊环境事件构成的冲击将为政党变革开启机

会之窗ꎬ而突发环境事件在长期维度上则可能与环境趋势的演变息息相关ꎮ

综上所述ꎬ选民偏好的转变通常无法直接作用于传统政党政策立场的转变ꎮ 由于

传统政党建立在固有的社会分歧基础之上ꎬ并受到品牌声誉等因素的制约ꎬ其对选民

偏好的转变往往缺乏敏感性ꎮ 当在新社会分歧维度上拥有议题所有权的新兴政党成

功进入政治体系并取得较高的支持率时ꎬ传统政党才会面临实质性压力ꎮ 部分传统政

党可能意识到威胁而迅速转变政策立场ꎬ另一部分则可能在后续大选中遭受选举失

利、党内各行为体认识到新兴政党对本党主要目标的重大影响后ꎬ才被迫转变政策立

场ꎮ 所有外部环境因素最终均需通过影响内部因素产生作用ꎬ选举失利这一冲击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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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推动党内派系力量重组和领导人更迭ꎬ并开启变革议程ꎮ 突发的环境事件则会起

到强化和加速变革的作用ꎬ最终导致政党的纲领性政策立场发生变化(见图 １)ꎮ 为验

证这一理论假设ꎬ下文将选取基民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ꎬ以展示在政党变革

的综合理论模型中ꎬ各个行为体间的互动过程ꎮ

图 １　 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８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三　 案例分析: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

本文采用传统的左右意识形态维度来衡量政党的立场转变方向ꎮ 博比奥(Ｎｏｒｂ￣

ｅｒｔｏ Ｂｏｂｂｉｏ)曾从理论层面对左右分野进行深入探讨ꎬ认为“左”和“右”的核心在于围

绕平等理念形成的对立政治意识形态ꎮ① 这一维度构建了政党系统ꎬ最初体现在资本

与劳动之间的分歧结构中ꎮ 尽管 ２１ 世纪以来全球政治日渐复杂且新议题不断涌现ꎬ

国内政治冲突逻辑呈现多维度特征ꎬ但政治心理学、政治行为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的

众多研究表明ꎬ左右翼分野在公众舆论和政党政治中仍然保持着广泛影响力ꎮ 尤其是

一项针对 １９４５—２０２０ 年 ３４ 个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的长期跨国比较研究表明ꎬ左右维度

的核心(“对平等的态度”)具有跨时空的普遍解释力ꎬ能够随着时间和地域变化吸纳

新议题(如环境问题、欧洲一体化)ꎬ带来左右意识形态的动态演变ꎬ并仍是衡量政党

立场的根本依据ꎮ② 众多政治心理学研究也为左右维度在新议题的广泛应用提供了

有力支撑ꎮ③ 诺埃尔(Ａｌａｉｎ Ｎｏëｌ)和特里安(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Ｔｈéｒｉｅｎ)进一步指出ꎬ政党

的左右意识形态影响已广泛渗透至外交、安全、移民、欧洲一体化和对外援助等政策议

程中ꎮ 总体而言ꎬ推动平等、劳工权益、国家经济干预、和平主义、多元文化、环保主义ꎬ

且对主权让渡成本敏感度较低和强调扩大对外发展援助的政党ꎬ与倡导自由竞争和有

限政府、强化军事力量、维护传统道德、强调爱国主义、对主权成本高度敏感以及提倡

缩减对外发展援助的政党形成鲜明对比ꎮ④ 诚然ꎬ在某些具体的政策领域ꎬ左右维度

未必能完全涵盖所有的变化趋势ꎬ但从宏观把握政党意识形态动态演变的角度观之ꎬ

通过左右维度衡量政党的纲领性立场转变是恰当且适用的ꎮ

选取基民盟作为分析案例ꎬ主要基于其在欧洲中右翼政党谱系中兼具典范性与特

殊性ꎮ 作为欧洲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与最大执政党ꎬ基民盟不仅是“基督教民主模式”

的标杆ꎬ更通过默克尔长达 １６ 年的“中间化”路线定义了 ２１ 世纪中右翼政党的主流

范式ꎮ 同时ꎬ它与众多欧洲中右翼政党一样ꎬ在应对全球化、移民潮等挑战时ꎬ面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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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率大幅下滑的困境ꎮ 其特殊性则体现在德国独特的历史记忆ꎬ２０ 世纪极右翼势力

曾给该国带来沉重灾难ꎬ使得基民盟对极右翼始终保持高度警惕ꎮ 这一特殊历史背景

赋予基民盟的“右转”行为以重要意义ꎬ凸显其背后动因的复杂性与深刻性ꎮ 相较于

其他欧洲中右翼政党ꎬ基民盟这一案例具备更为完整的情境脉络和时间发展线索ꎬ能

够更有效地展现政党在复杂政治环境背景下发生变革的完整机制ꎮ 此外ꎬ在国家层

面ꎬ基民盟已再次成为主要执政党ꎬ默茨当选为新一届德国总理ꎮ 在与社会民主党

(ＳＰＤꎬ以下简称“社民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①中ꎬ基民盟成功推行了部分右倾

政策ꎬ这些政策将对德国未来 ４ 年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方向产生关键的导

向作用ꎮ 在欧盟层面ꎬ德国是欧洲经济引擎与欧盟核心国家ꎬ默茨总理已在欧洲人民

党党代会上承诺ꎬ未来德国将为欧洲投入大量精力并发挥领导作用ꎻ本届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与欧洲人民党党团主席韦伯(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ｅｂｅｒ)均来自德国联盟党(基民

盟 /基社盟)ꎮ 因此ꎬ基民盟的立场转变将直接牵动欧洲政治经济议程的右转倾向ꎬ如

削弱欧盟气候雄心、收紧共同庇护政策等ꎬ其案例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跨国比较参

照价值ꎮ 深入剖析该案例ꎬ有助于揭示欧洲中右翼政党在类似情境下的发展演变规

律ꎬ以及“默克尔遗产”解体对欧洲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冲击ꎮ

本文通过对基民盟在默克尔时期(２００７ 年)②与默茨时期(２０２４ 年)③的基本纲

领ꎬ以及联盟党在默克尔时期(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和默茨时期(２０２５

年)的竞选纲领④进行比较分析ꎬ旨在研判基民盟在经济、社会文化(包含移民与融合

政策)、外交与安全三大政策领域是否发生了纲领性“右转”ꎮ 选择这三大政策领域进

行重点考察基于以下核心考量:首先ꎬ经济与社会文化维度是界定政党在左右翼光谱

中定位的核心指标ꎬ其共同构成政党意识形态的经典框架ꎻ其次ꎬ经济衰退强化了基民

盟在经济领域所面临的政策张力ꎬ⑤通过对比该党在经济与社会文化领域的立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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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社会国家”的特殊性使得基民盟必须在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维持平衡ꎬ这一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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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其变革的策略和程度ꎻ最后ꎬ外交与安全议题因俄乌冲突而从

边缘跃升为核心议题ꎬ与基民盟的国内经济议程和社会共识塑造深度交织ꎬ为观测该

党的战略适应能力提供了关键窗口ꎮ

根据上文对左右意识形态维度的界定ꎬ右翼立场在经济政策领域通常表现为强调

自由竞争ꎬ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ꎬ并对激进变革持谨慎态度ꎻ在社会文化政策领

域通常表现为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ꎬ对现代性持相对保守立场ꎻ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

域则更注重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ꎬ强调实力政治ꎬ并可能采取较为强硬的对外策略ꎮ

因此ꎬ观察基民盟在多大程度上向更右翼的政策立场移动ꎬ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放任

乃至主动推动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ꎬ成为研判该党是否发生纲领性“右转”并评估其

“右转”程度的有效方法ꎮ

(一)外交与安全政策:从“多边合作”到“战略自主”

基民盟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在柏林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了新的基本纲领ꎬ标题为

“自由生活———引领德国安全迈向未来”ꎮ 作为默克尔卸任党主席之后的首次全面更

新ꎬ这份纲领旨在回应党内对“后默克尔时代”发展方向的讨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

２００７ 年及之前的基本纲领中ꎬ外交与安全政策议题总是位于纲领的末尾ꎬ而新纲领将

该部分内容提升至开篇位置ꎮ 同年 １１ 月ꎬ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因预算僵

局垮台并触发德国提前大选ꎬ基民盟在其随后发布的联邦竞选纲领中延续了外交与安

全议题的首要地位ꎮ 这一调整具有显著的政治象征意义ꎬ反映了该党在战略重心和政

策导向上的深刻转变ꎮ

１.外交政策

德国的外交政策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影响ꎬ长期奉行“克制文化”ꎬ始终遵

循融入西方的政策和行为模式ꎬ主流政党间分歧较小ꎮ 即便在默克尔政府第三任期

内ꎬ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上升ꎬ其外交政策开始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ꎬ但这一变

化在当时尚处在“量变”范畴ꎮ① 该国以多边主义为基石的外交行为模式以及对军事

手段运用极为谨慎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ꎮ 这一时期ꎬ基民盟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以

地缘经济利益为出发点ꎬ在欧洲层面积极推动一体化进程ꎬ在国际层面重视维护跨大

西洋关系ꎬ视其为德国发展的重要机遇ꎻ对待非西方国家则贯彻“以商促变”的理念ꎬ

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合作ꎬ主张通过开放和全面的对话ꎬ在“普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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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基础上建立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即使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发生

后ꎬ该党 ２０１７ 年的竞选纲领中仍然强调使用非军事手段调解冲突ꎬ呼吁与俄罗斯继续

保持对话ꎮ 此外ꎬ默克尔时期的各份纲领也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ꎬ支持中

国和印度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ꎻ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则以发展援

助和民主建设合作为政策重点ꎬ体现出本国对伙伴国的责任而非自身利益优先的取

向ꎮ

然而ꎬ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标志着德国外交政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时代转

折”ꎮ① 作为在野党的基民盟也在此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立场调整ꎬ其外交政策的重

点转向地缘政治利益ꎮ 新的基本纲领将俄罗斯定义为“发动罪恶侵略战争”的国家ꎬ

并首次提出“欧洲安全只能以对抗俄罗斯的方式组织”ꎬ这一表述标志着该党对俄立

场的根本性转变ꎮ 对乌克兰的支持则被提升至国家理性层面ꎬ承诺继续提供全面支

持ꎮ 这种明确且无条件的声援ꎬ超越了默克尔时期以“诺曼底模式”为代表的平衡外

交传统ꎬ更接近现实威慑主义ꎬ强调通过强化军事手段维护欧洲安全架构ꎮ 对华政策

方面ꎬ纲领虽未直接点名ꎬ但强调需减少对“专制国家”的战略依赖ꎬ通过供应链多元

化和技术保护构建“去风险化”机制ꎮ 同时ꎬ该党的发展政策也经历了根本性变革ꎬ政

策重点向本国自身利益转移:非洲和印太地区被列为重点合作区域ꎬ其背后不仅包含

拓展海外市场和寻求资源的经济考量ꎬ而且反映出在这些地区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影响

力的地缘政治意图ꎮ

２.安全政策

默克尔执政时期ꎬ基民盟的安全政策主要聚焦国内安全ꎮ 其基本纲领明确指出ꎬ

自由与安全互为前提ꎬ国家需以“防御性民主”为原则应对内部威胁ꎬ包括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ꎻ在国际安全领域ꎬ则主张通过欧盟和北约强化多边安全框架ꎬ

支持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制定全球性安全标准ꎬ遵守严格的武器出口准则ꎬ并致力

于支持全球裁军和加强军备控制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技术的扩散ꎮ

新纲领一方面扩展了国家安全机构(如警察和司法系统)在管控国内安全方面的

职能ꎬ另一方面在防务政策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型ꎮ 它继续支持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

御ꎬ但更加强调欧洲防务自主权ꎮ 对此ꎬ基民盟承诺国防开支至少提升至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２％ꎬ提出“十年强军计划”ꎬ彻底改革联邦国防军结构ꎬ填补能力缺口ꎬ组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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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持续作战能力强的军队ꎮ 这与该党历史上对军事力量运用所持的谨慎态度形成鲜

明对比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新纲领支持扩大核共享机制ꎬ推动与法国和英国共建

“欧洲核保护伞”ꎬ显示出对核威慑战略的重新重视ꎮ

在目前基民盟 /基社盟与社民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ꎬ已基本落实基民盟所

倡导的安全与防务政策改革ꎮ 由默茨推动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望根植于总理府ꎬ

在职能上取代现有的联邦安全理事会ꎬ标志着德国国家安全架构的重大升级ꎮ 联合政

府承诺将大幅加强军事力量建设ꎬ迅速提升武装力量的作战准备状态ꎻ大力支持军事

技术与产业发展ꎬ通过政府间协议扩大对武器出口的支持ꎻ增强对军事基础设施的投

资ꎬ指出国防应优先于其他一切公共利益与国家任务ꎮ 为此ꎬ基民盟甚至不惜放弃一

贯秉持的财政保守立场ꎬ与社民党联合推动改革“债务刹车”机制ꎬ为国防开支提供资

金ꎮ 此外ꎬ在基民盟取消义务兵役制 １４ 年后ꎬ联合政府再次为该制度的引入埋下伏

笔ꎮ 尽管协议中将此描述为“先以自愿为基础”ꎬ但明确提出以瑞典的兵役模式①作为

参照ꎬ这预示着兵役制度在未来回归的可能性ꎮ

(二)经济政策:从“平衡市场与社会”到“增长优先与效率优化”

作为德国战后政治的核心力量ꎬ基民盟经济政策的演变始终围绕“社会市场经

济”这一理念展开ꎮ 该理念由艾哈德(Ｌｕｄｗｉｇ Ｅｒｈａｒｄ)实践并推广ꎬ强调市场自由与社

会公正的动态平衡ꎬ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天主教社会教义与新自由主义②的融合ꎮ

１.经济治理理念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ꎬ基民盟的经济政策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框架ꎬ强调“竞争秩

序”与“社会任务”的结合ꎮ 其纲领明确提出“市场自由需与社会公正同步推进”ꎬ主张

通过税收调节(如提高高收入者税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实现再分配ꎮ 该党推动

实施全国最低工资标准ꎬ强化劳资共决制ꎮ 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ꎬ该党提出在“欧

盟层面协调社会标准”ꎬ反对“逐底竞争”ꎮ

进入默茨时期ꎬ基民盟纲领指出ꎬ社会市场经济需适应时代发展ꎬ主张利用创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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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瑞典恢复义务兵役制ꎮ 与冷战时期的制度不同ꎬ目前瑞典的征兵制度具有选择性ꎬ且
不区分性别ꎮ 每个年满 １８ 岁的公民都必须进行兵役登记ꎬ其中每年有 １０ 万人接受服役筛选ꎬ但最终只有约 ５％
的人服役ꎬ其余人员可以在必要时成为后备役ꎮ 有服役义务却拒绝服役的公民将面临监禁ꎮ 参见 Ｇｉｌ Ｂａｒｎｄｏｌｌａ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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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新自由主义” 指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秩序自由主义” ( Ｏｒｄ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ꎮ 该理论以欧肯(Ｗａｌｔｅｒ
Ｅｕｃｋｅｎ)为代表ꎬ强调国家构建竞争秩序ꎬ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撒切尔和里根强调去监管化的“新自由主义”概念不
同ꎮ



动经济增长ꎬ并将自由视为创新的驱动力ꎮ 新纲领强调给予企业以自由空间来开发领

先技术和应用ꎬ从而将“动态效率”置于优先地位ꎮ 该纲领还将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视

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ꎬ主张通过减税(企业税上限降至 ２５％)与放松管制激活市场活

力ꎻ同时提出实施监管松绑ꎬ不仅要求废除«供应链法»及简化统计报告义务ꎬ更通过

引入“反镀金法案”禁止转化欧盟指令时增设额外义务ꎬ以实质性削弱企业社会责任

的法律约束力ꎮ

２.劳动力市场政策

默克尔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呈现双重特征ꎮ 一方面ꎬ其延续并深化了“哈茨改

革”思路ꎬ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ꎬ沿用“迷你工作”、临时工等工作形式和

福利安排ꎬ为劳动者提供更灵活的就业选择ꎮ 同时ꎬ默克尔政府推动积极的就业促进

理念ꎬ将失业保障观念从“救济导向”转变为 “促进导向”ꎬ显著加大了在就业咨询、劳

动中介服务以及劳动技能培养和更新措施等方面的投入力度ꎮ 另一方面ꎬ政府设立全

国最低工资标准ꎬ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基本权益ꎬ稳定劳动力市场ꎮ

新基本纲领则进一步强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ꎮ 新纲领提出改革«劳动法»ꎬ将日

工时上限改为周工时上限ꎬ允许企业根据生产需求更灵活地分配员工工作时间ꎮ 此

外ꎬ引入“跨公司人事伙伴关系”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允许企业在工会同意的情

况下相互提供人员ꎬ打破了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的人力资源封闭体系ꎮ 同时ꎬ基民盟宣

布推出“勤劳者议程”ꎬ通过实施一系列免税政策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和全职雇员自

愿加班ꎮ 在福利体系方面ꎬ纲领表现出右转倾向ꎬ提出废除公民津贴ꎬ代之以“新基本

保障”ꎬ并恢复“促压结合”(Ｆöｒｄｅｒｎ ｕｎｄ Ｆｏｒｄｅｒｎ)原则ꎬ对拒绝接受工作者更快地实施

福利削减甚至取消措施ꎮ

３.产业政策

默克尔时期的基民盟产业政策展现出两个面向:一方面ꎬ重视中小企业在经济中

的关键地位ꎬ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创新ꎬ提升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ꎻ另一方面ꎬ致力于

推动可持续发展ꎬ积极促进能源转型ꎬ设定 ２０２２ 年全面弃核时间表ꎬ并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

将碳排放减少 ５５％ꎮ① 在这一时期ꎬ基民盟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考量

因素ꎬ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ꎮ 该党明确承诺德国到 ２０４５ 年实现碳中和ꎬ通过发展绿

色技术、加强碳排放交易等措施ꎬ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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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本纲领则更突出“经济增长与竞争力强化”的目标ꎬ其显著表现是气候议程

让位于工业和高科技发展ꎮ 虽然纲领并未正式放弃 ２０４５ 年碳中和目标ꎬ但在政策工

具的选择上展现出从行政管制退守到市场调节手段的倾向:提出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

范围ꎬ并推动国际碳市场合作与标准统一ꎬ以避免硬性的减排指标ꎮ 同时ꎬ新纲领明确

反对欧盟提出的 ２０３５ 年燃油车禁令ꎬ计划通过提供研发补贴、优化产业布局等措施ꎬ

确保德国汽车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地位ꎮ 这种“竞争性去碳化”的逻辑同样体现

在农业领域ꎬ纲领还反对欧盟强制推行的休耕政策ꎬ要求全面恢复对农业柴油的补贴ꎮ

在能源政策领域ꎬ除支持重启第四代核能研究外ꎬ新纲领提出推迟煤电退出时间表ꎬ并

使用燃气电厂作为过渡ꎬ支持包括氢能、生物能源在内的多元能源组合ꎮ 在 ２０２５ 年的

竞选纲领中ꎬ基民盟重点聚焦创新研发ꎬ提出通过实施“德国高科技议程”强化国家竞

争力ꎬ重点发力领域包括航空航天、量子计算、太空探索、数字化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

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ꎬ由于社民党对社会政策的重视ꎬ

基民盟做出了部分妥协ꎬ比如在财政政策上未能实现大幅减税和坚守“债务刹车”目

标ꎮ 然而ꎬ在产业政策领域ꎬ基民盟与社民党达成基本共识ꎬ双方均以提升德国在全球

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ꎬ落实了包括取消“供应链法”在内的多项

基民盟的核心政策主张ꎮ

(三)社会文化政策:从“多元包容”到“价值整合与选择性融合”

１.移民与融合政策

在默克尔执政时期ꎬ基民盟秉持“多元包容”理念ꎬ２００７ 年基本纲领强调“开放社

会与文化多样性”ꎬ认可移民对德国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ꎮ 该党主张通过一系列政策

措施推动移民融合ꎬ如提供免费德语课程以提升移民语言能力ꎬ为移民子女融入德国

教育体系创造便利条件ꎬ支持多元文化社区建设ꎬ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ꎬ保障少数

群体权利ꎬ以构建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ꎮ 在移民管理方面ꎬ默克尔政府侧重在欧盟框

架内协调移民流动ꎬ倡导“可控移民”策略ꎬ寻求在维护德国自身利益的同时ꎬ践行欧

洲共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ꎮ

新纲领则更突出“德国核心价值的凝聚作用”ꎬ重新强调“主导文化”(Ｌｅｉｔｋｕｌｔｕｒ)

概念ꎬ要求移民“无条件接受德国宪法价值观、历史认同及社会规范”ꎮ 它一方面强化

价值筛选与整合机制ꎬ引入福利待遇与就业挂钩的原则ꎻ另一方面加强对判定为融合

失败者的惩罚力度ꎬ通过设立“联邦驱逐中心”简化犯罪移民的驱逐程序ꎬ并引入“无

５１　 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右转”



限期离境拘留”等强制性措施ꎮ 移民管理政策则呈现出安全化转向的特征ꎮ 新纲领

推行“选择性移民”策略ꎬ严格区分劳工移民与庇护移民ꎬ优先吸纳高技能人才ꎬ同时

收紧避难政策ꎬ对寻求庇护者实行“配额解决方案”(Ｋ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ｌöｓｕｎｇ)ꎮ 此外ꎬ纲领还

呼吁重塑欧洲移民与安全治理的规则体系ꎬ推动欧盟采纳“安全第三国”原则ꎬ由非欧

盟成员国实施庇护审查程序ꎮ

移民政策成为基民盟 ２０２５ 年联邦选举中最为重视的政策领域之一ꎬ其核心政策

主张在«联合执政协议»中也基本得到落实ꎬ包括在德国边境拒绝难民入境、暂停享有

“辅助保护”身份人员的家庭团聚权利、取消对难民的部分遣返限制并提升遣返执行

率、在第三国设立庇护申请审查中心ꎬ以及降低后续入境德国的乌克兰难民所能享有

的福利待遇等措施ꎮ

２.家庭与性别政策

默克尔执政时期ꎬ基民盟重视家庭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ꎬ同时也逐步接纳社

会多元化的现实ꎬ主要表现为支持家庭友好型政策ꎬ通过税收优惠、育儿支持等方式给

予家庭直接经济补助ꎬ强化家庭功能ꎻ在性别政策上ꎬ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ꎬ促进女性

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发展ꎬ鼓励企业实施灵活工作制度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

与职业生活ꎻ对 ＬＧＢＴ 群体权益也持相对包容态度ꎬ承认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合法地

位ꎬ并推动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理解与接纳ꎮ

新纲领延续了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ꎬ但更强调家庭责任与社会福利间的关

联ꎬ推动家庭在社会福利体系中发挥更大的自我保障作用ꎮ 同时ꎬ纲领反对所谓的

“性别意识形态”ꎬ强调生物性别的不可变性ꎬ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性别中立语言ꎬ将

传统家庭模式视为核心家庭形态ꎬ巩固婚姻特权ꎮ 然而ꎬ在就业等经济领域ꎬ纲领仍强

调为女性创造平等机会ꎬ鼓励女性参与新兴产业与高端职位的竞争ꎬ显示出该党试图

在维护传统性别观念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间寻求新的平衡ꎮ

３.宗教与国家认同

尽管基民盟是植根于基督教教义的政党ꎬ但在默克尔执政时期ꎬ该党在宗教政策

方面秉持相对包容与开放的态度ꎮ 基民盟鼓励穆斯林移民保持自身宗教信仰ꎬ同时通

过加强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交流等政策支持其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进程ꎬ而非采取强制

宗教同化的手段ꎮ 在国家认同构建上ꎬ默克尔政府强调基于宪法价值观的共同认同ꎬ

鼓励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在遵守德国法律、尊重民主制度的基础上ꎬ共同塑造国家认同ꎬ

淡化宗教信仰差异在国家认同中的区隔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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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纲领中的宗教政策则发生了显著转向ꎮ 纲领要求强化基督教价值观在公民教

育中的基础性地位ꎬ并将宗教教育提升为学校的常规学科ꎻ同时ꎬ明确要求杜绝外国势

力对国内伊斯兰教的渗透ꎬ强调穆斯林群体只有“共享我们的价值观”ꎬ才能被认可为

德国社会的一部分ꎬ这为宗教群体的融入设置了明确的价值门槛ꎮ 在国家认同塑造

上ꎬ新纲领突出“主导文化”概念ꎬ强化德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宪法价值在国家认同

中的核心地位ꎮ

(四)小结

总体而言ꎬ在默茨的领导下ꎬ基民盟的纲领性政策立场较默克尔时期产生了明显

的“右转”趋势ꎬ这一现象体现在外交与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个政策领域ꎬ并呈

现出差异化的特征(见表 １)ꎮ 在经济领域ꎬ该党以秩序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为主导ꎬ

向市场自由主义的调适幅度相对有限ꎻ在社会文化领域ꎬ尤其在身份政治与移民治理

议题上ꎬ则表现出较强的议题重构力度ꎻ在外交与安全领域ꎬ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危机的

直接驱动ꎬ纲领展现出最为激进的政策范式转型ꎮ 这标志着基民盟正经历从“默克尔

式中间主义”向融合了“主权主义”“秩序自由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三位一体意识

形态的迁移ꎮ 新纲领试图通过强化国家权威、推崇市场自治以及维护传统价值ꎬ回应

社会碎片化带来的焦虑ꎬ其政策超越了简单的民粹化ꎮ 在国内层面ꎬ这种政策转变可

能会加深既有社会分歧ꎬ分化公众舆论ꎬ尤其是在移民和文化认同等极具争议性的议

题上ꎮ 在国际层面ꎬ它可能使德国与欧盟伙伴之间的竞合关系产生新的张力ꎬ并重塑

德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安全框架中的角色定位ꎮ 默茨对国家主权、经济竞争力和传统

价值的关注ꎬ反映了当前欧洲的整体趋势ꎬ即传统的中右翼政党正通过向政策工具箱

的右侧扩容来维持自身的代表性ꎮ 然而ꎬ这种重新定位也伴随着内在风险ꎬ可能会疏

远传统温和派选民ꎬ使其构建稳定的党派间联盟变得更加困难ꎮ

表 １　 默茨时期与默克尔时期的基民盟纲领性政策立场对比

政策领域 默克尔时期 默茨时期 立场是否右转

外交与安全 多边合作 战略自主 是ꎬ显著

经济 平衡市场与社会 增长优先与效率优化 是ꎬ一般

社会文化 多元包容 价值整合与选择性融合 是ꎬ较为显著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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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民盟纲领性“右转”的动因分析

(一)外部环境因素

１. 环境趋势:选民偏好的转变

德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深刻变革ꎮ 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ꎬ

导致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ꎬ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群体规模缩小ꎮ 与

此同时ꎬ世俗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ꎬ教会成员数量

持续下降ꎬ宗教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也随之减小ꎮ 这些社会结构的变化ꎬ动摇了基

于阶级和宗教分野的政党认同根基ꎬ致使选民与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逐渐弱化ꎮ 调查

数据显示ꎬ无党派认同者的比例从 １９７２ 年的 ２０％升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８％ꎬ且青年群体是

推动这一趋势的主力军ꎻ在同一时期具有党派认同的选民中ꎬ表达“强 /极强”认同感

的比例从 ５５％降至 ３２％ꎮ① 这种政党忠诚弱化的现象在选举行为中体现为投票率的

下降和选举波动性的提升ꎮ 德国大选投票率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约 ９０％的高峰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１.５％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ꎬ选票的波动达到自联邦德国成

立以来的最高水平:几乎一半的选民在不同选举之间更换了支持的政党ꎮ② 稳定的选

举行为模式被打破ꎬ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性化”或“个体化”的投票行为ꎬ选举政治变

得更加难以预测ꎮ 在此背景下ꎬ“议题导向”投票成为一种在选民与政党之间相对稳

定的新型选举行为模式ꎬ即选民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对其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议题上立

场明确ꎬ且与自身立场相近的政党ꎮ 以移民议题为例ꎬ在欧洲难民危机期间ꎬ选民对移

民政策的态度成为影响其投票选择的关键因素ꎮ 格特纳(Ｌｅａ Ｇäｒｔｎｅｒ)等人的追踪调

查显示ꎬ几乎每两个持有强烈反移民立场的基民盟支持者中ꎬ就有一人最终放弃了对

该党的党派认同ꎮ 在这些流失的支持者中ꎬ约有 ３７％的人转而支持德国选择党

(ＡｆＤ)ꎮ③

作为长期主导德国政坛的中右翼政党ꎬ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移民治理与国家安全

等关键议题领域享有显著的选民认同优势ꎮ 然而ꎬ默克尔时代实施的“中间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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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选民基础的同时ꎬ也导致该党意识形态谱系的特征边界逐渐模糊ꎬ进而削弱了

其作为保守主义政党的特性ꎮ 在 ２０２１ 年联盟党遭遇大选失利后ꎬ时任联盟党议会党

团副主席、现任基民盟秘书长的林内曼(Ｃａｒｓｔｅｎ 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和

«世界报»的采访中表示ꎬ“基民盟的核心是什么ꎬ这一点已不再清晰”ꎬ①并强调“必须

明确我们的立场”ꎮ② 其目标在于巩固基民盟在传统优势议题的所有权ꎬ并实现选民

支持率的回升ꎮ 而基民盟选择向右翼光谱回调其议题立场ꎬ显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

响ꎮ 相较于向意识形态对立维度进行激进的立场跳跃ꎬ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约束的政党

回归其固有价值坐标ꎬ能够有效降低选民认知失调的风险ꎮ 以经济议题为例ꎬ林内曼

对默克尔政府过度的大流行病援助措施的批评ꎬ表明了他在经济领域更为右倾的态

度ꎬ即要求基民盟回归更为自由的经济立场ꎬ从而构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核心特征ꎬ实

现选民认知的清晰化和政治支持的再巩固ꎮ

选民投票行为从传统的党派忠诚向议题导向的转变ꎬ成为基民盟政策立场调整的

根本动力ꎮ 这一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反事实论证得到清晰的阐释:假设德国选民仍然主

要基于对特定党派的长期忠诚进行投票ꎬ那么选民往往倾向于接受并认同其所支持政

党的既有立场ꎬ形成一种“政党引导选民”的政治动态ꎮ 在此情境下ꎬ政党无需或仅需

小幅度的政策立场调整ꎮ 然而ꎬ当选民转向议题导向的投票行为时ꎬ政治动态发生了

根本性逆转ꎮ 选民根据自身的政策立场和具体议题的偏好选择政党ꎬ形成“选民引导

政党”的新格局ꎮ 面对这一变化ꎬ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ꎬ必须主动进行变革ꎬ调整其政

策立场以适应选民新的选举行为模式ꎮ

２.环境调整:新兴政党的议题竞争

在选民越发倾向于“议题政治”的背景下ꎬ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对基民盟构成关键

外部压力ꎮ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发生后ꎬ德国选择党通过强调移民限制和文化认同ꎬ成功

占据反移民议题的主导权ꎬ吸纳了在社会文化领域因主流右翼政党中间化而产生政治

疏离的选民群体ꎮ 数据显示ꎬ基民盟 /基社盟、社民党和自民党(ＦＤＰ)这三个传统主流

政党的联合投票份额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８４.４％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６４.３％ꎮ③ 与此同时ꎬ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得票率显著上升ꎬ德国选择党在 ２０１３ 年的支持率未突破 ５％ (仅为

９１　 多重挑战下欧洲中右翼政党的纲领性“右转”

①

②

③

Ｒａｌｐｈ Ｂｏｌｌｍａｎｎꎬ “Ｗｉｒ ｈäｎｇｅｎ ａｍ Ｔｒｏｐｆ ｄｅｓ Ｓｔａａｔｅｓ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ꎬ 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ｚ.ｎｅｔ / ａｋｔｕｅｌｌ /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 / ｃａｒｓｔｅｎ－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ｗｉｒ－ｈａｅｎｇｅｎ－ａｍ－ｔｒｏｐｆ－ｄｅｓ－ｓｔａａｔｅｓ－１７６４２５７２.ｈｔｍｌ.

“Ｄａｎｎ ｗｅｒｄｅｎ ｗｉｒ ａｕｃｈ ｗｉｅｄｅｒ ｇｅｗäｈｌｔꎬ” Ｄｉｅ Ｗｅｌｔꎬ 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ｌｔ.ｄ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ｌａｎｄ / ｖｉｄｅｏ２３５２１２０００ / Ｕｎｉｏｎｓｆｒａｋｔｉｏｎｓｖｉｚｅ－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Ｄａｎｎ－ｗｅｒｄｅｎ－ｗｉｒ－ａｕｃｈ－ｗｉｅｄｅｒ－ｇｅｗａｅｈｌｔ.ｈｔｍ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Ｗｅßｅｌｓꎬ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ｐ?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ｓ’ Ｒｅ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ꎬ” ｉｎ Ｒüｄｉｇｅｒ Ｓｃｈｍｉｔｔ－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ｅｄ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Ｖｏｔｅｒꎬ ｐ.５３.



４􀆰 ７％)ꎬ到 ２０１７ 年已大幅上升至 １２.６％ꎬ①其中多数选票来自基民盟的传统票仓ꎮ 此

后一段时间ꎬ由于主流政党依然在移民问题上集体“保持沉默”ꎬ德国选择党成为持有

反移民态度选民的唯一选择ꎮ 主流政党的这种沉默立场源于德国的历史记忆和政治

文化传统ꎬ在客观上表现为希望通过“保持沉默”来降低移民议题的显著性ꎮ 然而ꎬ议

题显著性不仅受政党宣传策略的影响ꎬ而且受环境事件的塑造ꎬ如 ２０１１ 年福岛核灾难

与 ２０２１ 年德国洪灾后ꎬ公众对气候与环境议题的关注度均达到高峰ꎮ② 移民议题同

样如此ꎬ尽管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实际移民人数有所减少ꎬ但选民仍然认为移民是一个重

要话题ꎮ 在 ２０２１ 年大选前的两个月中ꎬ约有 １６.５％的调查对象持此观点ꎮ③ 而当

２０２３ 年年底涌入德国的难民人数达到新高时ꎬ认为移民是重要议题的选民比例一度

超过了 ５０％ꎮ④ 随着移民议题在公共舆论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ꎬ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

也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ꎮ 自 ２０２３ 年起ꎬ在各类周日民调中ꎬ该党支持率从约 １５％开始

稳步增长ꎬ最高时超过 ２０％ꎬ并从 ２０２３ 年年中起持续高于社民党ꎬ进而成为德国政坛

中仅次于基民盟 /基社盟的第二大政治力量ꎮ⑤ 移民问题从边缘议题跃升为影响选举

胜负的关键变量ꎬ这种议题显著性对投票行为的塑造力ꎬ迫使基民盟无法再“保持沉

默”ꎬ开始重新评估其政策定位ꎮ

在新基本纲领完成对移民政策领域立场的重新定位后ꎬ基民盟通过党的领导层的

公开讲话以及在议会中推动相关议案两种方式ꎬ与德国选择党就反移民议题的主导权

展开激烈争夺ꎮ ２０２４ 年ꎬ曼海姆、索林根和马格德堡等地相继发生难民袭击事件ꎬ时

任基民盟主席默茨发表了一系列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论调相似的声明ꎮ 他指责朔尔

茨政府“正在失去对国家的控制”ꎬ呼吁总理“停止难民入境”ꎬ并声称“德国可以在不

违背欧盟法律的情况下宣布国家紧急状态ꎬ以保护内部边界”ꎮ⑥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阿沙芬

堡持刀袭击事件发生后ꎬ默茨承诺立刻采取措施改变“德国 １０ 年来错误的庇护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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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所造成的残局”ꎬ①公开批评默克尔的开放政策ꎬ并在竞选期间推动联邦议院对

联盟党提出的两项限制移民动议和一项«限制涌入法案»进行表决ꎬ力求彻底扭转公

众对基民盟在移民政策立场的认知ꎮ 最终ꎬ其中一项动议在联盟党、自民党及德国选

择党的支持下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ꎮ 尽管该动议本身不具法律约束力ꎬ但此举被认为

在事实上打破了战后德国主流政党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ꎮ

综上所述ꎬ选民对移民议题的高度重视为德国选择党提供了崛起土壤ꎬ对基民盟

形成外部竞争压力ꎮ 随着移民议题显著性的不断提升ꎬ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持续攀

升ꎬ进一步压缩基民盟的中间选票空间ꎮ 因此ꎬ在推动基民盟政策立场转变的过程中ꎬ

德国选择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ꎮ 移民议题也成为基民盟“右转”较为显著的

政策领域ꎮ

３. 环境事件:俄乌冲突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与随之而来的乌克兰难民的涌入ꎬ为基民盟的政策右转

提供了额外推力ꎮ 这一事件通过重塑公共议程的议题显著性ꎬ将外交安全与移民治理

两大政策领域推向政治竞争的核心场域ꎬ使“安全焦虑”上升为选民的核心诉求ꎮ 而

彼时执政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在对俄政策立场上出现明显的决策迟滞ꎬ在乌克兰难

民接收与安置机制中暴露出系统性协调不足的问题ꎬ民众的不满持续发酵ꎮ 基民盟为

抢占“安全守护者”形象并凸显自身行动力ꎬ系统性推动外交与安全政策向现实威慑

主义转向ꎬ并收紧移民限制性管控措施ꎮ 这一调整既是对选民风险感知升高的直接回

应ꎬ也符合该党基于路径依赖重新激活议题优势的内在逻辑ꎮ 此外ꎬ俄乌冲突还导致

德国能源供应链断裂与通胀压力ꎬ引发经济社会危机ꎮ 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ꎬ

德国 ２０２４ 年国内生产总值经价格调整后同比下降 ０.２％ꎬ这是继 ２０２３ 年下降 ０.３％后

连续两年出现萎缩态势ꎮ② 这为该党在秩序自由主义框架下强化市场竞争提供了合

法性叙事空间ꎮ 基民盟一方面通过企业减税和工业与农业扶持计划强化其经济治理

形象ꎻ另一方面则以构建“绩效社会”为名削减社会福利支出ꎬ尤其针对移民群体设置

福利获取壁垒ꎮ 这种策略通过将经济衰退与移民问题相捆绑ꎬ消解了经济问题的阶级

属性ꎬ转而将其塑造为“文化冲突”的延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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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是推动基民盟政策立场转变的加速器ꎮ 在议题导向的选举行为模式下ꎬ

该党通过强烈放大选民的短期安全诉求ꎬ为自身推动军费增加、发展国防工业以及对

俄强硬立场铺平道路ꎮ 这使得外交与安全议题迅速突破德国传统的“克制文化”范

式ꎬ成为基民盟“右转”最为显著的政策领域ꎮ 从长期来看ꎬ围绕“克制文化”与实力政

治、对俄制裁与对俄合作的价值观对立ꎬ可能催生新的社会分歧ꎬ进而重塑本国政治格

局ꎮ 相较而言ꎬ在经济政策领域ꎬ尽管俄乌冲突同样提升了议题显著性ꎬ但由于没有政

党在该领域占据绝对议题所有权ꎬ实质性变革的驱动力不足ꎮ 基民盟的“右转”更多

体现在政策工具层面ꎬ而非根本范式的转型ꎬ因此ꎬ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得以保留ꎮ

(二)政党变革的核心机制

１.选举失利的冲击

选举失利对以选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基民盟来说具有重要影响ꎮ 它不仅对政

党凝聚力造成冲击ꎬ而且动摇了党内权力平衡的根基ꎮ 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激化了基

民盟与其姊妹党基社盟之间的路线分歧ꎬ并加剧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基层党员与高层精

英之间的纵向冲突ꎮ

２０１７ 年联邦选举后ꎬ尽管联盟党仍是最大的议会党团ꎬ但其选票遭受重大损失ꎬ

支持率较上届选举下降超过 ８％ꎬ创下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最差成绩ꎮ 这次失利随

即导致组阁困境ꎬ其中移民政策成为阻碍时任总理默克尔获得组阁所需多数的主要障

碍之一ꎮ① 各方围绕该议题的争执使默克尔的最后一届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极不稳

定的状态ꎬ并在 ２０１８ 年的政府危机中达到高潮ꎬ凸显了基民盟与其传统上更为保守的

姊妹党基社盟之间的深刻分歧ꎮ 彼时ꎬ时任内政部长兼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Ｈｏｒｓｔ

Ｓｅｅｈｏｆｅｒ)提出一项“移民总计划”ꎬ主张拒绝所有已在其他欧盟国家注册的庇护申请

者进入德国境内ꎮ 该立场与默克尔寻求的欧洲协调方案形成对立ꎬ默克尔担心单边行

动会破坏欧盟团结并可能违反国际人权法ꎮ 这一分歧导致政府内部几近分裂ꎬ泽霍费

尔甚至一度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提出辞职ꎬ最终在默克尔的斡旋下双方达成妥协ꎬ同意在德

奥边境设立“中转中心”处理移民问题ꎮ②

在 ２０２１ 年联邦选举中ꎬ联盟党再次遭遇挫败ꎬ支持率较上届选举暴跌近 ９％ꎬ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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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差成绩ꎮ 作为党主席及总理候选人的拉舍特(Ａｒｍｉｎ Ｌａｓｃｈｅｔ)被要求为此承担

责任ꎮ 这次失利使得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便持续存在的党内冲突面临激化为全面斗争的严

峻局面ꎬ主要表现为较为保守的基层党员与柏林方面支持现代化的党内领导层之间的

纵向冲突ꎮ① 拉舍特及其前任党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Ａｎｎｅｇｒｅｔ Ｋｒａｍｐ－Ｋａｒｒｅｎｂａｕ￣

ｅｒ)均被视为默克尔“中间路线”的继承者ꎬ他们都是在传统共识导向的党内民主模式

下ꎬ由党内高层精英通过闭门协商方式选出的ꎮ② 然而ꎬ其领导基民盟的努力均告失

败ꎬ引发党内对党主席选举程序以及拉舍特作为总理候选人任命程序的不满ꎬ进而催

生了支持党员更广泛参与党内决策和人事变动的呼声ꎮ 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党主席选

举中ꎬ基民盟首次采用党员调查③形式进行投票ꎬ其结果深刻凸显了党内纵向冲突的

严重性:此前在两次选举中均告失败的默茨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获得绝对多数

(６２􀆰 １％)ꎬ④远超其余两位候选人ꎮ 这种由党员以基层民主方式直接选出新任党主席

的方式ꎬ使基民盟党内的紧张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ꎮ

如上所述ꎬ选举失利是基民盟政策调整的直接导火索ꎮ 相较于选民偏好的转变与

新兴政党议题竞争的显现ꎬ选举失利作为一项明确且可量化的指标ꎬ更容易被党内精

英共同认知ꎬ从而形成新的党内共识并开启变革进程ꎮ 然而ꎬ这也存在例外情况ꎬ例如

有些政党能够前瞻性地预判新兴政党的威胁并迅速转变政策立场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ꎬ基民盟在 ２０１７ 年遭遇选举失利后ꎬ并未立即开启实质性变革ꎮ 其原因可能在

于当时党内权力仍由默克尔所在的“中间路线”派所主导ꎬ未能就新的政策方向形成

足够的多数共识ꎬ阻碍了立场的及时调整ꎮ

２.主导派别更替

在基民盟内部ꎬ除纵向冲突外ꎬ还存在一种横向维度的冲突ꎮ 该党长期以来将自

身定位为“中间的全民党” (Ｖｏｌｋｓｐａｒｔｅｉ ｄｅｒ Ｍｉｔｔｅ)ꎬ能够较好地凝聚广泛的跨阶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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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基民盟在党主席选举过程中已经引入“地区会议”等民主化因素ꎬ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党员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ꎬ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主席选举由政党精英主导的传统模式ꎮ 参见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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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ｆｒａｇｕｎｇｅｎ)因其较高的参与率和直接反映党员意志的优势ꎬ已成为党内民主化的最重要因素ꎬ并从根本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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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ꎮ 其组织结构高度联邦化ꎬ各州的支部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ꎬ大致可分为支持福利

国家的社会派、重商的市场派、民族和文化保守派以及文化进步派ꎮ① 这种横向冲突

从本质上反映了保守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对立ꎬ并在组织层面上表现为亲商保守派

与社会进步派之间的博弈ꎮ

如果说默克尔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尚能维持党内脆弱的团结ꎬ那么在后默克尔时

代ꎬ党内保守派的声音已难以被压制ꎮ 两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在 ２０２０ 年的图林根州危

机中达到顶点ꎮ 在该州选举中ꎬ地方基民盟议员为阻止左翼党候选人上台ꎬ默许接受

德国选择党的支持ꎬ公然无视时任党主席卡伦鲍尔关于解散州议会并重新举行选举的

要求ꎬ致使联邦党部与地方组织陷入公开对立ꎮ 这场危机直接导致卡伦鲍尔辞职ꎬ党

内保守派借此攻击其领导能力ꎬ并将此视为默克尔路线的失败ꎮ 这一危机为默茨在

２０２２ 年当选党主席提供了契机ꎬ标志着保守派在党内权力格局中的重新崛起ꎮ 部分

极端保守力量还积极建立“价值联盟”(Ｗｅｒｔｅｕｎｉｏｎ)组织ꎬ试图推动党内右转ꎮ 该组织

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ꎬ强调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爱国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严格的移民政策ꎬ

曾多次批评默克尔在经济和文化议题上的中间路线ꎬ并支持默茨的保守立场ꎮ② 虽然

该组织因与德国选择党关系密切而不被基民盟所承认ꎬ但其崛起本身反映了基民盟党

内保守派对于回归政党传统根基的强烈诉求ꎮ

默茨接任党主席后ꎬ党内保守派力量得到巩固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ꎬ默茨任命林内曼为

纲领制定委员会主席ꎬ负责起草基民盟的新基本纲领ꎮ 后者自 ２０１３ 年起担任党内中

小企业与经济联盟(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ｓ－ ｕｎｄ 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ｉｏｎ)的主席ꎬ被认为是“保守派和亲

商派”的代表人物ꎮ③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ꎬ林内曼接替被媒体称为“社会自由派”的查亚

(Ｍａｒｉｏ Ｃｚａｊａ)ꎬ出任基民盟代理秘书长ꎬ并在 ２０２４ 年的党代会上正式当选为秘书长ꎮ

本次党代会还选举产生了 ５ 位副党主席和 ７ 位执行委员会成员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这

两个机构中ꎬ来自德国东部联邦州的保守派政治家获得了压倒性的高票支持:图林根

州基民盟领导人(自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起担任图林根州州长)沃伊特(Ｍａｒｉｏ Ｖｏｉｇｔ)的得票

率为 ９０％ꎬ萨克森州州长(在 ２０２４ 年州选举中连任)克雷奇默(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ｅｔｓｃｈｍｅ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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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 ８７％的选票ꎮ① 与之相对应的是ꎬ以年轻一代的自由派州长为核心的党内反对

派力量ꎬ如北威州的武斯特(Ｈｅｎｄｒｉｋ Ｗüｓｔ)和石荷州的京特(Ｄａｎｉｅｌ Ｇüｎｔｈｅｒ)也选择支

持默茨成为 ２０２５ 年联邦大选的总理候选人ꎮ

选举失利与外部竞争压力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党内派系矛盾ꎬ并引发权力的重新分

配ꎮ 在基民盟内部ꎬ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东部联邦州的保守派精英在党内权力的增长

方面ꎬ这与东部联邦州面临更保守的选民偏好以及来自德国选择党更严峻的选举威胁

密切相关ꎮ ２０２１ 年的联邦选举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现状:基民盟在东部各州的支持率

几乎全部落后于德国选择党ꎬ在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ꎬ德国选择党甚至成为第一大

党ꎮ② 相对而言ꎬ基民盟在西部各州的情况则好得多ꎮ 因此ꎬ提升东部州支持率的重

要性在党内决策过程中显著上升ꎮ

３.领导人变化

２０２２ 年默茨当选基民盟党主席ꎬ标志着默克尔时代中间路线的终结ꎮ 作为与默

克尔同时期的政治家ꎬ默茨早年的从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ꎮ 他于 １９８９ 年当选欧洲议

会议员ꎬ１９９４ 年进入德国联邦议院ꎬ并于 ２０００ 年不满 ４５ 岁时接替其政治“伯乐”朔伊

布勒ꎬ担任基民盟 /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ꎮ 默茨以其鲜明的保守立场著称ꎬ支持自由市

场经济ꎬ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ꎬ同时强调个人责任与传统家庭价值观ꎬ反对同

性婚姻ꎬ支持保守的家庭模式ꎻ在移民问题上ꎬ主张更严格的控制与同化政策ꎮ 鉴于

此ꎬ他被视为基民盟传统建制保守派和亲商派的代表ꎮ 在默克尔任期ꎬ默茨曾多次批

评其政策ꎬ认为移民、能源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偏离了基民盟的保守路线ꎬ尤其对默克尔

在 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中的宽松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ꎮ 正因为与默克尔的政治路线存在

分歧ꎬ默茨的职业生涯始终与默克尔形成鲜明对照:２００２ 年默克尔取代其成为联盟党

议会党团领袖后ꎬ默茨被迫退出核心决策层ꎬ并于 ２００９ 年淡出政坛ꎬ转向商界ꎻ直至

２０１８ 年默克尔宣布不再竞选基民盟主席ꎬ才为默茨重返政坛提供了契机ꎮ 彼时ꎬ默茨

宣布参选党主席ꎬ试图推动基民盟向右转ꎮ 相较于其他候选人ꎬ这位政治“局外人”采

取了一种巧妙的竞选策略ꎬ他以默克尔“中间路线”批评者的形象出现ꎬ将德国选择党

的崛起归咎于此ꎬ同时避免对该问题承担责任ꎬ从而收获了部分心怀不满的党员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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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ꎮ 其支持率随着公共舆论和党内日益增长的保守声音而逐渐走高ꎬ并在 ２０２１ 年基

民盟大选失利后达到高峰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ꎬ他第三次参选党主席ꎬ获得中小企业与经济

联盟、青年联盟、东部和西南部等较为保守的州的支持ꎬ最终以压倒性优势当选ꎮ 默茨

的上台可以被视为基民盟向更保守方向转变的重要标志ꎬ反映了党内对默克尔中间路

线的不满以及对自由市场和保守主义价值观回归的期待ꎮ

领导人更迭是党内主导派系变化的重要体现ꎬ它既表明权力博弈达到了新的平

衡ꎬ也意味着新的主导力量能够通过制度渠道巩固和扩大其优势地位ꎬ从而为后续的

政策调整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ꎮ 在此背景下ꎬ领导人个人的政治风格与公众形象变得

越发重要ꎮ 默茨政治“局外人”的身份以及与美国黑石集团的密切关系ꎬ使其在部分

选民群体中形象不佳ꎮ 这些选民尤其对默茨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倾向性持

怀疑态度ꎮ 这种负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民盟在经济政策立场上实现更深程

度的“右转”ꎮ 相较之下ꎬ默茨在外交与安全、移民与庇护政策的立场主张ꎬ被认为更

符合当前选民的偏好ꎮ 因此ꎬ基民盟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立场转变更加彻底ꎮ

(三)小结

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是多重内外压力交织的产物ꎮ 从外部因素来看ꎬ德国选

民结构的演变和议题偏好的变迁构成了根本动力:移民管控、经济增长等议题取代了

气候议程ꎬ成为公众关切的核心ꎬ选民越发倾向于选择在其关切议题上立场与自身相

符的政党ꎮ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

色ꎬ进一步催化了这一趋势ꎮ 该党凭借反移民、反建制的立场ꎬ在东部联邦州的支持率

突破 ３０％ꎬ分流了基民盟的保守选民基础ꎮ 然而ꎬ德国选择党存在的合法性缺陷ꎬ也

为基民盟留下了政策右转的政治空间ꎮ ２０２１ 年联邦选举中基民盟的失利成为政策调

整的直接导火索ꎬ暴露了该党在中间选民中的失势ꎬ倒逼其进行重新定位ꎮ 俄乌冲突

这一突发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能源危机、通胀压力及乌克兰难民潮)ꎬ

则放大了公众对“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治理能力和政策立场的广泛质疑ꎬ加速了基

民盟政策立场的右转进程ꎬ旨在与竞争对手拉开差距ꎮ 与此同时ꎬ外部环境的变化也

引发了党内权力重构ꎮ 默克尔时代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中间路线ꎬ虽在其执政期间有

效维持了政党团结ꎬ但也长期压抑了党内传统保守派在身份政治与秩序议题上的诉

求ꎮ 借由外部危机的冲击ꎬ保守派得以重新凝聚力量ꎬ推选出代表自身利益的领导人ꎬ

并夺回了议程设置的主导权ꎬ将“秩序”和“安全”等概念重塑为政党身份认同的核心

符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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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哈默尔与琼达提出的政党变革整合理论的基础上ꎬ加入对不同外部环境变

量的考察ꎬ构建了由“外部环境因素”与“核心机制”构成的政党变革的综合理论分析

框架ꎬ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影响政党变革的机制和路径ꎮ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ꎬ

本文对德国基民盟的纲领性转向现象进行了分析ꎮ 默茨领导下的基民盟相较于默克

尔时期呈现出明显的“右转”趋势ꎮ 其中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变化最为显著ꎬ由对“克制

文化”的坚守转向现实威慑主义ꎻ社会文化领域次之ꎬ由有限的“多元包容”转向“民族

保守主义”ꎻ经济领域的转变程度最轻ꎬ在继续坚持市场与社会平衡的前提下适度“自

由化”ꎮ

本文认为ꎬ 基民盟的纲领性“右转”并非孤立现象ꎬ而是折射出欧洲中右翼政党面

临的共性挑战ꎮ 在选民偏好极化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议题侵蚀的双重挤压下ꎬ传统中

右翼政党陷入“代表性困境”:既要维系跨阶级联盟传统ꎬ又需向选民明确传达政党立

场并应对民粹主义势力对其核心议题领域(如移民管控、文化认同、安全治理)的争

夺ꎮ 这种困境在选举失利的催化作用下ꎬ常触发党内权力结构的重组ꎬ体现为党内反

对派与建制派围绕“保守”与“现代”价值排序调整的博弈ꎮ 在此过程中ꎬ突发性环境

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变量ꎬ通过改变政治机会结构加速党内主导派系的更替进程ꎬ促使

政党选择更具保守特征的纲领重塑策略ꎮ 近年来ꎬ法国共和人党、西班牙人民党等欧

洲传统中右翼政党纷纷右转其政策立场ꎬ这在欧盟层面表现为欧洲人民党党团的立场

右倾ꎬ及其与欧洲保守与改革者党团(ＥＣＲ)的适度靠近ꎮ

从短期来看ꎬ这一策略虽有助于中右翼政党暂时突破选举困境ꎬ但对政党体系产

生了结构性冲击ꎮ 首先ꎬ传统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势力的政治隔离机制面临侵蚀风

险ꎮ 在德国ꎬ基民盟虽然始终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合作ꎬ但其在移民政策立场的右倾客

观上模糊了与后者的界限ꎮ ２０２５ 年联邦大选中ꎬ该党接受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从而通

过一项限制移民的动议ꎬ被其他政党视为在事实上突破了不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的“防

火墙”ꎮ 在法国ꎬ共和人党党魁于 ２０２４ 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公开表示愿意在国家层面与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结盟ꎮ 而在奥地利、意大利、瑞典、芬兰和荷兰等国ꎬ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已与中右翼政党分享了政治权力ꎮ 其次ꎬ联盟政治中的治理张力显著增

强ꎮ 当中右翼政党选择与社会民主党等中左翼力量组建联合政府时(如德国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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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红联盟”)ꎬ其右转带来的政策立场鸿沟将直接冲击执政联盟的稳定性ꎮ 这种矛盾

在经济和移民领域尤为突出:中右翼政党为巩固财政稳健形象往往坚持债务约束机

制ꎬ而中左翼联盟伙伴则致力于扩大社会支出ꎻ在移民政策领域ꎬ中右翼政党为维系党

内团结亟需取得“象征性胜利”ꎬ而中左翼政党基于进步主义立场倾向于推动包容性

改革ꎮ 这一幕已在德国 “黑红联盟”的组阁谈判中上演ꎮ 最后ꎬ政党体系的极化进程

加速ꎮ ２０２５ 年德国联邦大选结果表明ꎬ基民盟的右转在短期内不仅未能遏制德国选

择党的扩张ꎬ反而强化了这一趋势ꎬ并对其他传统中间党派造成更大打击ꎮ 从长期看ꎬ

右转后的基民盟能否有效抑制德国选择党的发展ꎬ取决于该党执政后政策落地的实际

成效ꎬ尤其在移民政策方面ꎮ 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治实践表明ꎬ若中间派选民对中右

翼政党的政策执行效能感到失望ꎬ他们将持续向政治光谱两端靠拢ꎬ从而加速中间地

带的坍缩ꎮ

因此ꎬ欧洲中右翼政党能否维持主要大党地位并实现长期执政ꎬ取决于其在选民

最为关注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移民政策和经济政策领域的执政效能ꎮ 若这些政党能够

通过纲领性“右转”与高效的政策执行力缓解选民的核心焦虑ꎬ则其在未来选举竞争

中遏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构政治共识的可能性将显著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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